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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要素对县级资源型城市低碳化发展
的影响及其机制

——来自省级公共数据开放平台的证据

郭家堂 1，骆品亮 2

（1.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上海 200020； 2.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上海 200433）

摘   要：【目的】数据要素为中国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动能，探究数据要素对资源型城市低碳化发展的影响及其

机制，可为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新思路。【方法】本文基于新质生产力视角，分析了数据要素对资源型城市低

碳化发展的影响，借助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级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上线的政策准自然实验机会，利用 2010

—2019年中国1014个县级资源型城市面板数据集，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数据要素与资源型城市低碳化发

展的关系。【结果】①省级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上线所释放的数据要素对资源型城市的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受政策影响的资源型城市碳排放强度约比其他资源型城市低了 18.1%。②从作用机制看，公共数据开放所释放的

数据要素主要通过提升城市的绿色生产力和数字生产力两条重要机制降低资源型城市的碳排放强度。③从异质

性角度看，公共数据平台上线所释放的数据要素具有较高的普惠性，不同类型城市均可受益于其所带来的碳减排

效用，但作用大小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其效果大小受城市发展阶段、主导资源类型和地理位置等因素影响。【结论】

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上线释放大量数据要素，有助于资源型城市发展新质生产力，进而降低碳排放强度。资源型城

市应该利用好数据要素不断融入传统生产函数的新机遇，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低碳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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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数字科技蓬勃发展，数据作为新型生

产要素的战略性地位凸显，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提供了新动力。然而，中国的大多数资源型城市远

离数字经济发达的沿海城市[1]，由于受资源导向性

影响，产业路径依赖和功能锁定严重制约了这些城

市的发展[2,3]，导致其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程度

依然较低①，与沿海城市的“数字鸿沟”较大。在碳

达峰与碳中和目标（后文简称“双碳”）背景下，资源

型城市发展还需面对环境压力[4]，以 2020年为例，中

国资源型城市的万元 GDP 碳排放是非资源型城市

的 1.6倍，达到 1.68 t/万元[4]，意味着资源型城市可能

存在“碳诅咒”风险[5]，即过度依赖碳密集型产业限

制了其低碳化发展。总之，资源型城市发展不仅需

要解决好传统“资源诅咒”问题[2]，还需应对可能面

临的“数字鸿沟”和“碳诅咒”[5]等新挑战。

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是学界研究的一个热

点[2]，聚焦于“资源诅咒”问题[6]的研究。学者们普遍

认为资源型地区经济高度依赖资源产业[2]，容易引

发产业挤出效应和制度弱化效应，导致“荷兰病”[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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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一系列发展问题。不少研究[1,2,7]强调了政府产业

政策的解困与疏导对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重要

性。近两年的一些研究开始关注新技术对资源型

城市转型发展的积极意义，如高铁[8]、产业智能化[9]、

绿色金融[10]以及数字技术[11]等。

已有研究为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提供了重要

启示，但仍存改进空间：①对传统生产要素的效能

发挥讨论较充分，对新型生产要素（如数据要素）的

提质效应分析相对不足；②研究“资源诅咒”较多，

关于“碳诅咒”的研究仍处起步阶段，实证研究还不

充分；③对目标导向的“输血”型产业政策效果分析

较多，对“造血”型内生动力的驱动因素讨论相对不

够。因此，一个重要的现实和理论问题是，数据作

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是否有助于中国资源型城市

应对“碳诅咒”？更具体地，数据要素是否有助于降

低资源型城市碳排放强度？如果是，它是通过什么

作用机理或机制实现的？进一步地，哪些类型的资

源型城市更加受益于数据要素带来的碳减排效用？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基于新质生产力的视角，

从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和劳动力 3个维度系统分析

数据要素对资源型城市碳排放的影响并提出研究

假说。借助 2012—2019年中国 15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的省级公共数据开放平台陆续开通上线的准

自然实验机会，采用 2010—2019 年中国 1014 个县

级资源型城市②面板数据展开实证研究，以此检验

中国省级公共数据平台上线所释放的大量数据要

素对资源型城市的碳排放强度的影响。

本文基于现有研究基础展开，有如下 3点创新：

①从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 3个维度，系统分

析了数据要素驱动下的资源型城市新质生产力生

成机理，有别于现有研究基于技术进步的单一视

角。②采用双重差分（DID）模型对数据要素与资源

型城市的碳排放进行了稳健的因果效应识别，将数

字经济领域对数据要素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考察拓

展到了数据要素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为数据要素

理论研究提供新证据。③为“双碳”背景下资源型

城市的数字化转型和“碳诅咒”治理提供政策启示。

2   文献综述
学界对数据的经济价值关注由来已久，但是将

数据作为独立生产要素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聚

焦于定义与特征、经济价值和确权定价等方面。

（1）关于数据要素的定义与特征。学界认可度

较高的定义有两种，一种是 Jones等[12]提出的“信息

中除了知识或想法以外的部分即为数据”；另一种

是国际标准化组织（ISO）、Farboodi 等[13]提出的“数

据是一种比特流形式的信息”。两种定义均认为数

据是一种特殊的信息，具有虚拟性[12,14,15]、非竞争

性[12]、正外部性[16]等，使数据的经济作用有别于传统

生产要素，尤其是非竞争性（Nonrivalry）会促使数据

具有显著的规模报酬递增性[17]。

（2）关于数据的经济价值研究。普遍认为数据

蕴含着巨大价值[18]。创新价值是学界研究的重点，

Jones 等[12]、Cong 等[19]、徐翔等[16]的研究均聚焦于该

问题的阐述。在此基础上，部分学者继续讨论了数

据要素的价值实现机制，如李海舰等[15]从企业、产业

和智能决策 3 个维度展开了分析，蔡继明等[17]采用

广义价值论作了原理论述。另一部分学者选择公

共数据作为一种代表性数据要素，开展实证研究，

如 Nagaraj[20]实证检验了卫星数据对金矿发掘的价

值；方锦程等[21]研究了公共数据开放的区域协调作

用；Jetzek 等[22]研究了公共数据提升社会透明度的

价值。

（3）关于数据确权定价研究。数据要素的非竞

争性对以传统生产要素为基础所形成的产权理论

提出了挑战（比如，科斯第一定理失效），数据确权

问题尤为复杂。Jones 等[12]利用模型的数值仿真分

析发现将数据确权给消费者是唯一的社会福利最

优选择。与数据确权紧密相关的话题是数据隐私

问题，Brynjolfsson等[23]研究发现企业普遍存在过度

收集个人数据情况，存在隐私泄露风险。由于开放

的公共数据通常为政府免费提供，受确权与隐私的

困扰较少，为数据要素的经济价值研究提供了难得

的机会。

综上，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已被不同领域学

者高度关注。然而，数据要素与资源型城市转型发

展的研究尚少，本文将从新质生产力这一全新视

角，探讨数据要素对中国资源型城市低碳化发展的

影响。

② 本文的县级资源型城市特指行政级别为县级的资源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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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政策背景与研究假说
3.1  政策背景

公共数据是指具有公共属性的数据资源，包括

政府内部的行政数据和企业等市场主体产生的与

社会公共利益相关的数据，通常被市场主体应用于

生产经营与价值创造[22]。公共数据开放是政府整合

公共数据资源并向社会主体开放的过程，可以最大

范围保证社会的数据知情权和查询权，促进了数据

的要素化使用[21]。中国高度重视公共数据的价值挖

掘。一系列相关政策文件都强调了公共数据的重

要性，如十四五规划和《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

试点总体方案》等文件。

中国地方政府积极探索公共数据开放路径，建

立公共数据开放平台是其中标志性举措。2012年，

北京和上海率先上线公共数据开放平台，浙江等地

随后跟进。截至 2023 年 12 月，已有 24 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上线了省级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图 1）。

公共数据开放平台极大推动了数据的共享使用，是

驱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21]。

中国各省级公共数据开放平台的上线为生产

生活提供了大量数据要素，为学界研究数据要素的

经济价值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准自然实验机会。本

文利用这一机会探讨数据要素与资源型城市低碳

化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其作用机制。其合理性

体现为：①中国 80%以上的数据资源由各级政府部

门掌握③，这些数据将通过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得以

释放利用。②资源环境数据是公共数据的重要组

成，其开放有助于资源型城市合理开发利用资源，

提高行业效率，对降低碳排放强度具有重要意义。

3.2  研究假说

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经历了多次

技术-经济范式的重构，形成高度发达的工业经济。

资源型城市依靠资源优势支撑经济繁荣，但属于可

持续性较差的外延式发展，导致随着资源的耗竭而

陷入发展困境。当前，人类社会正快速迈入数字经

济阶段，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为资源型城市孕

育新质生产力、跳出城市传统发展周期提供了机

遇，体现在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 3个维度。

在“双碳”目标和数字经济两大情境下，数据要素将

通过促进两种典型的新质生产力（绿色生产力和数

字生产力）增长，进而作用于资源型城市低碳化发

展（图2）。

3.2.1  数据要素对资源型城市低碳化发展的总体影响

数字科技蓬勃发展，推进人类社会从工业文明

快速迈向数字文明，数字技术-经济范式应运而

生[24]，数据成为新范式的关键生产要素，为资源型城

市走出传统技术-经济范式导致的“资源诅咒”和

“碳诅咒”困境提供了新思路。数据要素将从劳动

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 3个维度赋能资源型城市

培育新质生产力，有助于降低碳排放强度。

③ 详见《北京日报》文章《李克强：信息数据“深藏闺中”是极大浪费》，https://www.gov.cn/xinwen/2016-05/13/content_5073036.htm。

图1   中国24个省级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开通上线时间历程

Figure 1   Timeline of the launch of China’s 24 provincial-level public data access platforms

注：数据来自复旦大学《中国地方公共数据开放利用报告（省域）（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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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数据要素为资源型城市提供了新质劳动

者，有助于降低碳排放强度。资源型城市长期依赖

资源相关产业，导致制造业发展不足和人才外流，

内生创新动力不足，这是“荷兰病”的表现。在数字

化转型的潮流下，“荷兰病”迎来新的解决方案。一

方面，数字化转型成为资源型地区产业和城市发展

的必然选择后，大量矿山矿产的数字化改造和城市

的智慧化建设，对数字人才产生了巨大需求，能够

形成人才“洼地效应”，吸引更多的数字企业入驻和

人才流入资源型城市。另一方面，当数据成为劳动

对象、算法成为劳动工具后，对劳动者的数字技能

和素养提出更高要求，倒逼现存从业者提升数字素

养，掌握数字技能。数据要素的引入，数字技术和

智能机器的兴起，使劳动者角色也随之发生变化[25]，

如在资源开采中，数据驱动的自动化生产线的应

用，使得劳动者的角色逐渐转变为生产线的“监管

者”。这一变革大幅解放了人力，为劳动者创造了

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以提升自身素养。高素养的

劳动者更容易掌握绿色技术和环保生产方法，从而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浪费，有效降低生产过程

中的碳排放量。当然，数字化转型也可能导致失业

等社会问题，但相关研究[26]表明中国的数字经济的

就业创造效应显著大于替代效应。

第二，数据要素为资源型城市提供了新质劳动

资料，有助于降低碳排放强度。劳动资料，也称为

劳动手段，是在劳动过程中作用于劳动对象的物质

资料或条件。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的核心之一是

重新认知资源禀赋，优化劳动资料。在资源型城市

单一化和刚性化的产业特征中[2]，劳动资料的简单

化表现为生产设备和技术的单一性，只能集中于资

源开采和初级加工，缺乏深加工能力。这种局限性

不利于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制约了资源型城市的

可持续发展。在数字化驱动决策的城市治理体系

下，资源型城市可以利用“数据赋能”，以适应新时

代“双碳”目标发展的需求。在产业层面，通过数据

驱动的技术工具赋能传统产业，提高产业的效能，

降低生产的碳排放，如建设智慧矿山减少能源消耗

和碳排放。在城市层面，基于数据支持的算法可以

赋能城市的空间治理[4]，如利用物联网和深度学习

等技术，优化城市治理，减少碳排放。

图2   理论分析框架图

Figure 2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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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数据要素为资源型城市提供了新质劳动

对象，有助于降低碳排放强度。传统意义上资源型

城市的“资源”主要是指自然资源[4]。资源型城市的

产业发展往往依赖于某一自然资源，尽管在一定阶

段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但也造成了城市产业结构单

一且与其他城市网络联系薄弱的发展局面[2]，导致

劳动对象的单一。随着数字科技的蓬勃发展，人类

的劳动对象已经发生了从自然资源向人造资源跃

迁的巨大变化。数据被认为是“新石油”，正在深度

融入各领域。作为新质劳动对象，数据能够显著增

强资源型城市的经济韧性，有助于降低碳排放。一

方面，通过高效地收集、整理、分析和挖掘数据，资

源型城市的企业和组织可以更精准地理解资源消

费需求和市场趋势，减轻价格波动的影响，从而优

化决策，减少资源浪费，降低碳排放。另一方面，通

过参与数据产业价值链的分工，资源型城市可以融

入发达城市的生产网络，拓展劳动对象的同时促进

绿色低碳化发展。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1：公共数据开放所释放的数据要素有助于降

低资源型城市的碳排放强度。

3.2.2  数据要素对资源型城市低碳化发展的作用机制

数据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可以有效地降低信息

不对称[13]，有助于提高资源型城市的社会透明度，数

据还是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投入要素[15,27]，有助于提

升资源型城市的数字化创新水平。公共数据开放

所释放的数据要素，有助于提升资源型城市的绿色

生产力和数字生产力，推动其低碳化发展。

（1）绿色生产力作用机制

公共数据开放所释放的数据要素将提高资源

型城市的市场透明度[22,28]，其产生的环保监督效应、

执法精度效应以及产业竞争效应，对企业的绿色技

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从而提升资源型城市

的绿色生产力水平，有助于资源型城市降低碳排放

发展目标的实现。

第一，公共数据开放所释放的数据要素增强了

媒体对环保的监督能力，有助于推动地方政府提升

绿色生产力，降低碳排放强度。公共数据开放能够

便利公众和媒体的环保监督参与，驱动政府提高环

境治理意愿。资源型城市聚集着大量高耗能、高污

染的资源型企业，但由于存在“一业独大”和“一矿独

大”局面[2]，政府忧心环保规制导致“一损俱损”，在此

情境下，资源型城市地方政府存在着环保监管力度

不足的倾向。公共数据开放使得公众可以获得大量

环境信息，充分了解环境污染危害，提升民众的环保

监督动力；同时，公共数据还方便了媒体对环境问题

的信息披露。在 2013年，中国实施了具有里程碑意

义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由当时的环境保护

部开始直接采集地方的大气监测数据（如PM2.5数据）

并实时在官网公开。这一措施大幅提高了公众获取

污染信息的能力和意识。计划实施一年后，“雾霾”

一词在百度的搜索指数提升了 1.75 倍，而《人民日

报》对雾霾报道的数量增加了8倍[29]。民众呼吁和新

闻负面报道都会成为重要的行政问责材料，给政府

官员带来政绩考核压力[30]，迫使地方政府增加环保治

理投入，推动产业向清洁低碳化生产方向发展。

第二，公共数据开放所释放的数据要素提升了

政府环保执法的精准度，有助于规范产业发展并提

升绿色生产力，降低碳排放强度。公共数据开放可

以有效解决传统的环境数据利用中存在的资源隔

离、访问权受限、被监控对象多地分布等问题[31]，提

高环境执法的精准度。在公共数据开放情境下，执

法部门可以基于天气、温度和湿度等公共数据，利

用AI和数字孪生等技术，对社会及企业的污染与碳

排放进行精准检测和计量[32]，有效识别出排放源，提

高执法效率。在数据赋能下，即使远离政府部门的

偏远地区企业也能被实时监管，有效解决了传统环

境监管模式中“距离衰减”问题[30]。如资源大省山西

2022年投入了近 1400万预算购买大气污染走航巡

查服务，实施了 150~255 个自然日全省范围内大气

数据采集，方便管理部门通过APP及时开展大气污

染时空分析和污染源排查溯源工作④。

第三，公共数据开放所释放的数据要素增加了

产业的竞争程度，有助于激励市场主体积极提升绿

色生产力，降低碳排放强度。数据开放有助于降低

产业进入的信息壁垒[20]，激励企业竞争，促进企业提

高生产效率[33]，从而降低碳排放。信息是资源配置

重要影响因素，资源型城市的市场透明度相对较

④ 详见中国政府采购网山西分网公布的《山西省2022—2023年大气污染走航巡查购买服务项目中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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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28]，信息不对称较为严重，增加了企业在资源型城

市的投资和发展的风险，为数不多的市场主体难以

形成竞争导致产业效率低下。政府背书的公共数

据开放为市场参与者提供了更多的高质量公共信

息，降低了市场不确定影响；同时也可以降低市场

参与者信息搜寻、获取与验证的高昂成本[20]，鼓励企

业进入市场，形成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效应，有助

于产业效率提升和碳排放的降低。以美国金矿产

业为例，1972 年卫星遥感图像数据 Landsat 作为公

共数据开放，显著降低了该产业的市场进入门槛，

提升了产业绩效。这项政策使得新进入者的市场

份额从约 10%增加到 25%，并且重大金矿发现率翻

了一番[20]。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2a：公共数据开放所释放的数据要素有助于提

升资源型城市的绿色生产力，进而降低碳排放强度。

（2）数字生产力作用机制

公共数据开放打破了大型科技企业对数据资

源的垄断[34]，为资源型城市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大

量免费且可低成本获取的数据资源，赋能城市推进

“产业数字化”“治理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多维

度转型发展，提升城市的数字生产力水平，进而降

低城市发展碳排放。

第一，公共数据开放所释放的数据要素可以赋

能资源型城市推进产业数字化，提升数字生产力水

平，降低碳排放强度。“数据+算力+算法”已经成为

产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模式[15]，数据是其中的关键

投入要素。公共数据开放为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

了大量免费的数据资源，将有效加快产业数字化转

型的进程[21]。企业可以将公共数据与自身生产数据

相结合优化生产流程，提升预测能力[35]，实现资源的

最佳配置和生产效率的提升，减少污染和碳排放。

煤炭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资源开采效率，

并大幅降低了开采过程中的碳排放量[32]；中国智能

电网的建设有效地将电网的碳足迹降低了12%[36]。

第二，公共数据开放所释放的数据要素可以赋

能资源型城市推进治理数字化，提升数字生产力水

平，降低碳排放强度。绿色智慧是城市发展的趋

势[32]，公共数据是绿色智慧城市运行的“新石油”，驱

动着城市治理的数字化运行。治理数字化不仅可

以提升城市现有资源（如国土空间）的利用率降低

碳排，还可以提升城市对已排放的二氧化碳的碳汇

能力[32]，即利用公共数据对土壤、空气、森林和江河

等环境要素展开数字化分析，借助草原、森林、海洋

碳汇，碳捕集、利用和封存等负排放技术完成碳中

和。例如“草原煤城”霍林郭勒市，历史上矿产资源

开发导致地表破坏和土地荒漠化，削弱了草地的固

碳能力；近年来，该市通过利用生态大数据实施精

准生态修复，开创了“霍林河式”绿色可持续矿山治

理经验，为传统资源城市的绿色转型提供了宝贵的

经验⑤。

第三，公共数据开放所释放的数据要素可以赋

能资源型城市推进数字产业化，提升数字生产力水

平，降低碳排放强度。公共数据开放促进数据要素

融入生产体系，有助于新业态发展[21]。应用场景是

数字经济的核心牵引[37,38]，资源型城市数字产业围

绕资源开采与加工等场景应用，培育了其在能源资

源领域的碳足迹、碳排放监测以及碳汇方面[32]的独

特优势，加以总结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为其

他城市实现“双碳”目标提供综合解决方案。相比

于资源型城市的传统产业，数字产业具有附加值

高、能耗低和碳排放少等优势，对降低资源型城市

实现单位经济增长的碳排放量具有重大意义。例

如，贵州省于 2016 年开通公共数据开放平台，是继

上海、北京和浙江后的第 4个省份，该平台对贵州的

大数据产业发展起到了典型示范和产业赋能作用，

探索出了一条资源型大省发展数字产业的独特道

路⑥。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2b：公共数据开放所释放的数据要素有助于提

升资源型城市的数字生产力，进而降低碳排放强度。

4   模型、变量与数据
4.1  模型设定

4.1.1  基准回归模型

参考Li等[39]的研究构建如下DID模型：

⑤ 详见人民网报道，http://nm.people.com.cn/n2/2020/0312/c196697-33870498.html。

⑥ 根据复旦大学发布的历年《中国地方政府数据开放报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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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bonc, t = βPDOc, t + ( f ( X, t ) )' × γ + fc + vt + εc, t

（1）

式中：Carbon为 c城市 t年份的碳排放强度；PDO用

来度量城市所在的省份公共数据开放状态的虚拟

变量，其系数 β为省级公共数据开放对资源型城市

碳排放强度的平均效果；X为一系列前定变量集，本

文选择研究期的第一年（2010 年）数据构造前定变

量；γ为 f ( X, t ) 系数集；fc 为城市固定效应；vt 为年份

固定效应；εc,t 为误差项，采用地级市层面聚类稳健

标准误。

式（1）通过前定变量与时间趋势三阶多项交乘

的形式增加控制变量，控制城市特征随时间变化对

碳 排 放 的 潜 在 影 响 ，即 式 （1） 中 的

f ( X, t )=Xc,2010 × t + Xc,2010 × t2 + Xc,2010 × t3，这样构造

控制变量具有两点优势：①缓解坏的控制变量（Bad 

Control）干扰[40]；②避免因控制变量数据年份不连续

导致样本损失过多。

4.1.2  平行趋势假设检验与动态效应分析模型

参考 Li等[39]的研究，采用事件研究法对 DID模

型的平行趋势假设与动态效应展开检验，具体模型

如下：

Carbonc,t = ∑
τ = -4

4

βτPDOc,τ + ( f ( X, t ) )' × γ + fc + vt + εc,t 

（2）

式中：τ为相对时间，当 τ为正时表示省级公共数据

平台开通上线后第 τ年，τ为负则表示平台开通上线

前第 τ年，τ为 0表示开通上线当年。本文选择 τ=-5

为基准年，窗口期为 τ∈[-4, 4]。βτ为政策实施第 τ年

的政策效应，具体而言，如果 β-4-β-1 为 0，意味政策

发生前处理组与控制组之间差异不显著，平行趋势

假设前提成立；如果 β0、β1、…、β4 不为 0，表示政

策发生后处理组与控制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本

文期望 β0、β1、…、β4 的系数为负，意味着公共数

据开放平台上线后可以显著地降低资源型城市的碳

排放强度。综上，式（2）既可以检验 DID 模型的平

行趋势假设，也可以检验出政策实施后的动态效应。

4.1.2  机制检验模型

本文的机制检验DID模型如下：

G_NQPc, t = βPDOc, t + ( f ( X, t ) )' × γ + fc + vt + εc, t

（3）

D_NQPc, t = βPDOc, t + ( f ( X, t ) )' × γ + fc + vt + εc, t

（4）

式中：G_NQP为绿色生产力；D_NQP表为数字生产

力。本文期望式（3）、（4）中的 β均显著为正，即公共

数据开放平台上线释放的数据要素有助于提升资源

型城市的绿色生产力和数字生产力，进而降低了城

市碳排放强度[32,41-44]，假设H2a和H2b由此得证。

4.2  变量选取

被解释变量：城市碳排放强度（Carbon），采用

单位城市卫星夜间灯光亮度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衡量（取对数）。其中，县级资源型城市碳排放量采

用全球二氧化碳通量反演研究数据库的数据测

算[45]。类似地，参考研究文献[46]，采用校准后的卫星

夜间灯光数据[47]作为经济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解

决统计年鉴中县级数据年份不连续问题。

核心解释变量：城市受省级公共数据开放平台

的影响状态变量（PDO），如果城市 i所在的省份在 t

年上线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则 t年之后 PDO记为 1，

否则记为0。

机制变量：包括绿色生产力（G_NQP）和数字生

产力（D_NQP）两个。新质生产力的特点是创新，专

利申请量通常被学界作为创新水平的衡量指标，参

考 Bianchini 等[48]采用城市当年申请的有效绿色技

术 专 利 量（取 对 数）衡 量 城 市 的 绿 色 生 产 力

（G_NQP）水平，采用城市当年申请的有效数字技术

专利量（取对数）衡量城市的数字生产力水平⑦。本

文根据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绿色低碳技术

专利分类体系》和《关键数字技术专利分类体系

（2023）》两份文件整理出上述两类专利。

控制变量：即前定变量 Xc,2010，以研究期第一年

（2010 年）数据构造，具体为：① 人力资本水平

（Humc,2010），以人均受教育年限（取对数）表征；②产

业能耗结构（EIIc,2010），以 2009—2011 年规模以上企

业中高能耗行业⑧营业收入占比（%）的年均值表征；

③采矿业就业比重（Miningc,2010），以采矿业就业人口

占 总 就 业 人 口 的 比 重（%）表 征 ；④ 城 市 规 模

⑦ 本文的有效专利指被专利部门明确授权的专利。

⑧ 高能耗行业目录来自《高耗能行业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改造升级实施指南（202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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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c,2010），以城市总人口（取对数）表征。

4.3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资源型城市样本以县级行政区为单位。

参考现有研究[49]，样本城市选取自《全国资源型城市

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简称《规划》）中

所罗列的地级和县级资源型城市，并整理出其中的

126个地级行政区的 878个下属区县，和《规划》中的

其余 136个区县级城市合并，形成 1014个县级资源

型城市的样本（因数据缺失未包含港澳台地区城

市）。由于本文使用已授权专利数量衡量资源型城

市的绿色和数字生产力，鉴于专利从申请到授权有

周期，2020 年及之后的专利授权数据仍在动态更

新，同时也考虑到疫情影响，因此未将 2019 年之后

的数据作为实证研究，研究期为2010—2019年。

实证数据综合了多个渠道数据库。县级资源

型城市碳排放量的数据取自 ODIAC 数据库（The 

Open-Data Inventory for Anthropogenic Carbon diox‐

ide）和EDGAR数据库（Emissions Database for Glob‐

al Atmospheric Research），后者作为稳健性检验。

夜间卫星灯光数据取自哈佛数据库，该数据库提供

了 Chen等[47]校准好的 2000—2012年 DMSP-OLS年

度夜间灯光数据和 2013 年之后的 NPP-VIIRS 月度

夜间灯光数据，形成了一份模拟 NPP-VIIRS夜间灯

光扩展时间序列数据，本文基于该份数据，提取出

中国区夜间灯光网格数据，合成区县级别的年度数

据集。省级公共数据平台上线数据来自复旦大学

数字与移动治理实验室。前定（控制）变量数据来

自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库和 2009—2011 年中

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专利数据来自国家知识产权

局和中国专利信息中心数据库。

表 1为主要变量的意义与描述性统计。可以发

现 ODIAC 和 EDGAR 两个数据库所描述的城市碳

排放强度平均值非常接近，但 ODIAC 数据库的  

Carbon标准差相对较小。

表1   变量意义与描述性统计

Table 1   Variable definition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类型

被解释变量

（基准回归）

被解释变量

（稳健性检验）

核心解释变量

机制变量

前定（控制）变量

变量

Carbon

Carbon_R

PDO

G_NQP

D_NQP

Humc,2010

EIIc,2010

Miningc,2010

Sizec,2010

意义

碳排放强度（碳排放总量/单位卫星夜间灯光，

ODIAC）

碳排放强度（碳排放总量/单位卫星夜间灯光，

EDGAR）

公共数据开放（如果省级公共数据开放平台

上线PDO=1，否则PDO=0）

绿色生产力（绿色专利数量，取对数）

数字生产力（数字专利数量，取对数）

人力资本水平（人均教育年限，取对数）

高能耗产业结构（2009—2011规上企业高能

耗产业营业收入比重年均值，%）

采矿业就业比重（采矿业就业人口比重，%）

城市规模（总人口，取对数）

样本量

10140

10140

10140

10140

10140

1014

1014

1014

1014

平均值

12.019

13.394

0.039

2.105

2.247

2.256

4.626

3.682

12.643

标准差

1.373

1.813

0.195

1.550

1.681

0.123

11.975

7.256

0.751

最小值

6.745

5.558

0.000

0.000

0.000

1.381

0.000

0.000

9.188

最大值

17.281

19.752

1.000

7.058

7.460

2.627

76.864

60.945

14.315

注：EIIc,2010和Miningc,2010最小值为0，经检查为数据四舍五入导致的结果。

5   结果与分析
5.1  基准回归结果

表 2为基准回归结果，两列回归结果均显示，核

心解释变量 PDO系数在 1% 水平上显著为负，意味

着省级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上线显著降低了资源型

城市的碳排放强度。以控制了城市特征变量的列

（2）为例，该列结果意味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

下，与其他资源型城市相比，受到省级公共数据开

放平台上线影响的资源型城市碳排放强度低了

18.1%，该实证结果支持了假设H1。

5.2  稳健性检验结果

5.2.1  平行趋势检验与动态效应检验结果

图 3 为基于式（2）回归所得的平行趋势检验与

动态效应分析结果。可以发现，无法拒绝β-4-β-1为0

的原假设，即基准回归模型满足平行趋势假定前提；

同时，在 5% 水平上拒绝 β0、β1、…、β4 为 0的原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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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且这些系数均为负，意味着政策效果的持续性

存在。并且有 β0 显著为负，说明公共数据开放平台

上线当年，资源型城市的碳排放强度便出现了下

降。政策实施两年后效果更明显（p<0.01）。这可能

是由于，2010年以来中国民众对空气污染认识不断

增强[29]，公共数据包含的环境数据的公开可以形成

较强的环境监督效应，驱动地方政府加大环境执法

力度；并且由于中国存在着“碳污同源”的特点⑨，降

低空气污染的同时也使得碳排放强度得到有效减

少。随着政府环境监管加强，企业更加关注技术创

新，提升了自身绿色生产力和数字生产力，两年后

碳排放强度得到实质性改善。

5.2.2  安慰剂检验结果

安慰剂检验常用于检验 DID 模型是否受随时

间和样本变化的不可观察因素的干扰，该方法有助

于加强基准回归模型的稳健性[39]。本文采取删除实

验组样本的随机抽样安慰剂检验法。图 4 为 1000

次随机抽样回归结果的系数 β及其 p 值分布图，可

以发现系数 β呈正态分布，均值非常接近于 0；绝大

多数 p 值大于 0.1，即统计上不显著；竖虚线为基准

回归结果，处于 1000次随机实验的系数（正态）分布

5% 区间之外。安慰剂检验结果表明，不可观察因

素对基准回归的结果影响有限，本文结论稳健。

5.2.3  多期DID模型稳健性讨论

各省级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上线并非在同一年，

因此本文的DID模型属于多期DID模型，其中包含

了多种类型的子样本。具体而言，本文存在如表 3

所示 3种类型子样本。其中，c类型子样本的控制组

为已经受政策影响的样本，意味着控制组已被政策

所“污染”，该类型子样本的存在是多期DID模型估

计结果误差主要来源。参照Goodman-Bacon[50]的做

法，对整体样本中 c 类型子样本的比重进行分解评

估：如果 c类型子样本在总样本中的比重较小，其对

整体回归结果的影响将有限，那么基准回归结果可

以视为稳健。表 3 为 Bacon 分解结果，可以发现，c

类型比重仅为 1.1%，即基准回归结果受“坏的控制

⑨ 详见生态环境部网站报道，https://www.mee.gov.cn/ywdt/zbft/202202/t20220223_969793.shtml。

表2   数据要素对资源型城市碳减排效应的基准回归结果

Table 2   Benchmark regression results of data factor on the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 of resource-based cities

变量

PDO

Xc,2010×t

Xc,2010×t2

Xc,2010×t3

城市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constant

N

adj R2

Carbon 

(1)

-0.202***

(0.001)

不控制

不控制

不控制

控制

控制

12.027***

(0.000)

10140

0.952

(2)

-0.181***

(0.001)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10.652***

(0.000)

10140

0.955

注：*、**、***依次为10%、5%、1%的水平上显著，下同；Xc,2010表

示Humc,2010、EIIc,2010、Miningc,2010、Sizec,2010一系列的前定变量，为节约

篇幅，Xc,2010结果没展示，留存备索，下同；括号内为地级市层面聚类

稳健标准误，下同。

图3   平行趋势检验与动态效应分析

Figure 3   Parallel trend test and dynamic effect analysis

图4   安慰剂检验结果

Figure 4   Placebo test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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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影响非常小，结论稳健。继续采用考虑异质性

的稳健估计策略展开估计，结果如表 4所示，可以发

现基准回归的系数处于这些估计结果的区间范围

内，进一步支持基准回归稳健。

5.2.4  排除同期政策干扰检验结果

基准回归结果可能会受同期其他政策干扰，典

型的是资源枯竭型城市扶助政策和低碳城市试点

政策。参考邵汉华等[54]的做法，分别剔除某一政策

影响样本和全部剔除受到任一政策影响的样本展

开检验，结果显示⑩核心解释变量 PDO 的系数均在

5% 水平上显著为负，即考虑同期政策干扰后基准

回归结果依然稳健。

5.2.5  更多稳健性检验结果

采取以下方法提供更多稳健性检验：①控制时

间趋势的影响，参考 Angrist 等[40]的做法，在基准回

归模型的基础上加入时间趋势（Treatment_trend）作

为控制变量，进行新的回归检验。②采用PSM-DID

方法，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与 DID 方法相结

合，控制样本选择偏差的影响。③控制极值影响，

对所有连续变量做 1% 缩尾处理后进行回归检验。

④更换数据库，采用 EDGAR 数据库数据重新构建

城市碳排放强度展开检验。⑤增加控制区域×年份

固定效应，将资源型城市所在的区域（如华北、东

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西北）设置为区域固定

效应，将其与年份固定效应交乘进行控制。上述一

系列检验结果均表明，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5.3  机制检验结果

表 5列（1）为绿色生产力作用机制的检验结果。

在该列中，被解释变量为绿色生产力（G_NQP），可

以发现核心解释变量PDO的系数在 1%显著性水平

上为正，意味着公共数据开放所释放的数据要素显

著促进了资源型城市的绿色生产力增长。学者普

遍认为绿色生产力是降低城市碳排放强度核心力

量，众多基于中国和国际数据的实证研究均对其提

供很好支持，如邵帅等[41]采用 1996—2018年中国省

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绿色技术进步显著促进了中

国低碳转型发展；Du等[42]基于71个世界主要经济体

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当经济体发展到较高程度，

居民对美好生活环境的渴望会更加强烈，这会促进

政府和企业更加全力地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在碳减

排中的应用。上述学者的研究结果与本文结果相

⑩ 限于篇幅，结果未报告，备索。

 限于篇幅，结果未报告，备索。

表3   Bacon分解结果

Table 3  Bacon decomposition results

类型

a

b

c

样本设定

实验组

受公共数据开放政策影响的城市

较早受公共数据开放政策影响的城市

较晚受公共数据开放政策影响的城市

控制组

从未受公共数据开放政策影响的城市

较晚受公共数据开放政策影响的城市

较早受公共数据开放政策影响的城市

系数

-0.193

-0.327

-0.095

权重大小

0.917

0.072

0.011

表5   作用机制检验结果

Table 5   Mechanism test results

变量

PDO

constant

N

adj. R2

(1)

G_NQP

0.263***

(0.000)

-3.802***

(0.000)

10140

0.833

(2)

D_NQP

0.237***

(0.002)

-4.708***

(0.000)

10140

0.865

注：所有回归均对Xc,2010×t、Xc,2010×t2、Xc,2010×t3、城市固定效应和

年份固定效应作了控制，下同。

表4   考虑异质性的稳健估计结果

Table 4   Robust estimation results considering heterogeneity

方法

依据文献[51]采用组别-时期平均处理效应法估

计结果

依据文献[52]采用插补法回归估计结果

依据文献[53]采用堆叠法回归估计结果

系数

-0.061**

（0.029）

-0.206***

（0.062）

-0.148***

（0.044）

注：不同的检验方法对控制变量处理差别较大，为便于比较，本

部分回归均没增加控制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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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意味着公共数据开放平台所释放的数据要素将

通过促进资源型城市的绿色生产力增长，进而显著

降低城市碳排放强度，故假设H2a成立。

表 5列（2）为数字生产力作用机制的检验结果。

在该列中，数字生产力（D_NQP）为被解释变量，核

心解释变量 PDO的系数在 1% 显著性水平上为正，

可见公共数据开放所释放的数据要素同样显著促

进了资源型城市的数字生产力增长。数字技术被

普遍认为是实现“双碳”目标的有效工具[32,55]，尽管

部分数据技术（如数据中心）需要消耗大量的电能，

但是数据技术对其他产业的碳减排效果明显大于

自身发展所产生的碳排放量[43]；并且数字技术还可

进一步赋能负排放技术，扩大碳汇效应[32]；因此，数

字生产力的增长总体上是有助于降低经济发展中

二氧化碳的净排放量。这对于资源型城市意义更

大，因为资源型城市的矿产资源开采与加工产业均

是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各种数字化技术的集成应用

可有效提高资源开采和加工的效率，降低能源消

耗，减少碳排放量，故假设H2b成立。

5.4  异质性检验结果

（1）城市发展阶段异质性检验。《规划》根据资

源型城市的发展阶段，将这些城市分为四大类：成

长型、成熟型、衰退型和再生型。成长型和成熟型

城市的资源储量依然较大，且存在着大规模开发；

衰退型和再生型城市均存在资源趋近枯竭的状

态[56]。本文将成长型和成熟型城市作为一组，衰退

型和再生型城市作为另一组进行分组回归，结果如

表 6前两列所示。可以发现，成长型和成熟型样本

组的 PDO 系数和显著性均高于衰退型和再生型城

市样本组。这可能是由于，自然资源开发包含着巨

大的碳排放，具有更大的降碳空间，数据要素提升

了成长型和成熟型资源型城市对自然资源开发利

用效率，从而更加显著地降低了碳排放强度。

（2）主导资源异质性检验。化石能源的消耗是

人类社会活动碳排放主要源头，参考《规划》和文献

[7,56]中各资源型城市的主导资源，将样本分为化石

能源主导型和非化石能源主导型两大组分别回归，

个别城市的主导资源通过查阅城市政府网站进行

补充。结果如表 6的列（3）、（4）所示，可以发现在两

组中核心解释变量PDO的系数均显著为负，但非化

石能源主导型组的系数绝对值显著高于化石能源

主导型组。这可能是由于，数据要素能够促进城市

数字经济发展，但化石能源丰富的资源型城市将煤

炭、石油等能源在本地转换为电力发展数字经济产

业（如建数据中心）的同时，也将碳排放留在了当

地，部分抵消了数据的整体碳减排效果。

（3）地域异质性检验。将样本分为东部组和中

西部组分组检验，结果如表 6最后两列所示。可以

发现，在两组中核心解释变量 PDO 的系数显著为

负，但是中西部组的系数和显著性高于东部样本

组。这可能是由于，东部城市区位优势明显，有助

于碳减排的因素较中西部更多，中西部资源型城市

则更加依赖公共数据开放带来的数据要素。

6   结论与政策建议
6.1  结论

本文基于新质生产力的视角，分析了公共数据

开放所释放的数据要素对资源型城市低碳化发展

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借助 2012—2019 年中国 15

表6   异质性检验结果

Table 6   Heterogeneity test results

变量

PDO

constant

N

adj. R2

系数差异性p值

Carbon

(1)

成长和成熟型

-0.217***

(0.002)

10.575***

(0.000)

7470

0.949

0.000

(2)

衰退和再生型

-0.109**

(0.019)

11.209***

(0.000)

2670

0.969

(3)

化石能源主导

-0.120***

(0.006)

9.943***

(0.000)

4960

0.963

0.000

(4)

非化石能源主导

-0.229***

(0.009)

11.091***

(0.000)

5180

0.945

(5)

东部

-0.070*

(0.094)

9.161***

(0.000)

2250

0.968

0.000

(6)

中西部

-0.214***

(0.004)

11.024***

(0.000)

7890

0.952

注：系数差异性p值采用Chow检验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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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省级公共数据开放平台陆续上线所提供的准自

然实验机会，采用 2010—2019 年 1014 个资源型城

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主要结论如下：

（1）数据要素有助于降低资源型城市的碳排放

强度。与其他资源型城市相比，受省级公共数据开

放平台影响的资源型城市碳排放强度降低约

18.1%；且受政策影响的资源型城市碳排放强度在

公共数据开放后逐年下降。该结论在考虑了其他

政策影响、多期 DID 模型、平行趋势假设等系列稳

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

（2）数据要素能够为资源城市带来新质生产

力。公共数据开放所释放的数据要素显著提升了

资源型城市的绿色生产力和数字生产力水平，进而

降低了城市的碳排放强度。

（3）公共数据开放的碳减排效应虽存一定程度

的城市异质性，但普惠性极高。具体而言，公共数

据开放对成长型和成熟型资源型城市的碳排放降

低效果优于衰退型和再生型城市；对非化石能源主

导资源型城市的效果优于化石能源主导的城市；对

中西部资源型城市的效果优于东部城市。但不同

类型城市均受益于公共数据开放带来的碳减排

效用。

6.2 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对资源型城市提出如下 3

条政策建议：

（1）夯实基础，持续推动扩大公共数据有序开

放和利用。政府可以考虑制定更加透明和开放的

数据政策，提高公共数据要素供给的数量、质量和

标准化程度。①鼓励更多公共数据开放，尤其是环

境与能源消耗等数据，以促进全社会环保意识提

升；②提升公共数据颗粒度，赋能资源型城市治理

能力提升；③标准化数据接口，降低企业获取公共

数据的技术门槛，增强公共数据的共享普惠性。

（2）激发创新，深度挖掘公共数据培育新质生

产力的潜能。资源型城市应紧抓数据要素带来的

生产力革命发展机会，培育好新质生产力。一方

面，培育绿色生产力，重点是强化生态环境数据的

融合应用创新：①鼓励企业结合生产数据和生态环

境数据进行绿色技术创新；②鼓励金融部门利用公

共数据提升环境风险评估精确性，支撑绿色信贷服

务发展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定。另一方面，培育

数字生产力，从应用场景、财政激励和人才队伍建

设突破：①强化应用场景的牵引力，推动“技术+场

景”深度融合，以“一张图”“一张网”和“一平台”为

依托搭建多场景应用；②强化财政激励的引领力，

引导企业利用公共数据开展创新创业，探索发展数

据要素券，增加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活动事中财政补

贴的力度；③强化人才队伍的支撑力，设立专项基

金，培训产业工人的数字技能和数字思维，提升产

业工人的数字素养。

（3）因地制宜，精准利用数据要素提升资源型

城市的碳减排能力。资源型城市需因地制宜利用

数据要素，有的放矢提升碳减排能力。具体而言：

①成长型和成熟型城市应强化数据要素赋能作用

的发挥，促进数字技术与绿色工业结合，优化资源

深加工产业发展；②衰退型和再生型城市应重点利

用数据要素培育壮大新兴低碳产业接替发展；③化

石能源主导型城市着重利用数据要素提升碳足迹

管理；④非化石能源主导型城市（如森工城市）则可

利用数据要素加强碳汇空间管控，稳定并提高生态

系统的碳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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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data factor on the low-carbon development of 
county-level resource-based cities and mechanism: 

Evidence from the provincial-level public data access platforms

GUO Jiatang1, LUO Pinliang2

(1. Institute of Applied Economics,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anghai 200020, China; 

2. School of Management,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Data factor has introduced new impetus for China’s high-quality develop‐

ment. Investigating the impact of data factor on the low-carbon development of resource-based cit‐

ies and its mechanisms can offer fresh insights for the sustainable growth of these cities. [Metho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NQPF), this study examined how data fac‐

tor influenced the low-carbon development of resource-based cities. Using the quasi-natural experi‐

ment created by the launch of provincial public data access platforms across various provinces in 

China, and drawing on a panel dataset of 1014 county-level resource-based cities from 2011 to 

2019,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 was employed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ata factor and the low-carbon development of these cities. [Results] (1) The data factor released 

through provincial public data access platforms significantly reduced carbon emissions of resource-

based cities. Compared with other resource-based cities, the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of resource-

based cities affected by this policy was about 18.1% lower. (2) In terms of mechanisms, the data 

factor released by public data access platforms reduced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of resource-based 

cities through two important mechanisms: enhancing green NQPF and digital NQPF of resource-

based cities. (3) From a heterogeneity perspective, the data factor released by public data access 

platforms were broadly inclusive, benefiting different types of resource-based cities. However, the 

magnitude of the impact varied depending on factors such as the city’s development stage, primary 

resource type, and geographical location. [Conclusion] The public data access platforms release a 

wealth of data factor, which aids resource-based cities in developing NQPF and consequently re‐

ducing carbon emissions. Resource-based cities should seize the opportunities presented by the con‐

tinuous integration of data factor into traditional production functions to foster NQPF and achieve 

low-carbon development.

Key words: resource-based cities; data factor;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public data access; 

carbon emissions; carbon c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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